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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西周大盂鼎险遭劫掠

苏州弱女子屋内挖坑护国宝
本报记者 吴 限

东北青铜文化
源头可能在甘肃
本报记者 傅淞巍

1941年左右，埋在地下的木箱盖
子腐烂，箱盖上的泥土、方砖发生塌
陷。潘达于和儿子潘家懋及家人一起
把藏在地下近 4 年的大鼎挖了出来。
此后，两只大鼎就被放在一间不被人
注意的屋子里，与破衣杂物、旧家具堆
放在一起，一直保存到1949年。

1951年，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捐
赠信，信中写道：“窃念盂克二大鼎为
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
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
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

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
众之观瞻及研究……”

写信的人正是潘达于，她将大盂
鼎、大克鼎，以及潘家尚存的文物悉数
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两件宝鼎从此
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
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

北上，从此落户北京。而大克鼎则一
直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如今，大盂鼎已是中国国家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每天有近万观众一睹
大鼎风采，感受大鼎的雄浑气象，而其
文字拓片则是书法家收藏研习的重要
对象。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一封信将两大鼎捐给博物馆

夏家店上下层文化
并非承袭关系

夏家店文化被认定为中国北
方重要的青铜文化之一，因遗址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而
得名。由于该文化包括辽西地区，
也是我省考古研究的重点。

由于土层沉积的原因，夏家店
下层文化要早于上层文化。据
碳-14测定，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
4360 年至 3380 年，其分布地域为
华北海河流域中部大清河以北，北
至西拉木伦河畔，东达医巫闾山
麓，西抵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而夏
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距今 3240±
150 年，下限可到战国中期前后，
分布地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接近。

那么，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下层
文化的延续吗？朝阳市博物馆研
究馆员周亚利经过 20 年潜心研
究，认为两者并无承袭关系。

周亚利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
的部分陶器使用轮制，陶器火候
高，造型规整，胎体坚硬，表现出较
高的制陶工艺水平。而夏家店上
层文化陶器皆手制，火候较低，胎
体疏松，工艺水平远不及夏家店下
层文化。“若是承袭关系，就无法解
释制陶工艺为何会大幅退化。”周
亚利对记者说。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
均有青铜器，下层文化的青铜制品
多为小型装饰品，如青铜耳环、指
环、杖首等，不见金属容器，上层文
化的青铜器则既不乏装饰品，也有
炊器、容器、生产工具、兵器、马具
等，可见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

此外，这两种文化的丧葬习俗
差异很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随
葬品多为鬲、罐、盂等器物组合，上
层文化则用陶罐或钵，极少用鼎、
鬲随葬；上层文化有一定数量的覆
面习俗，下层文化则不见或少见这
种习俗。

据以上情况分析，周亚利认
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是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
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关
系密切

那么，夏家店上层文化来自何
处？周亚利将目光投向夏家店文
化东侧的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
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位于今辽宁
中部，包括彰武平安堡、新民高台
山、康平顺山屯、法库湾柳街等文
化类型。据碳-14测定，下辽河流
域青铜文化的时间要早于夏家店
上层文化，有可能对夏家店上层文
化发生影响。

陶器对比发现，下辽河流域青
铜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似度
极高：均为手制，泥条盘筑，以夹砂
红陶、红褐陶为主，外表多饰有泥
浆红陶衣，少数陶鬲、罐的颈部有
一周指压痕的附加堆纹。此外，墓
葬特点上和出土的器物上也相似。

据此，周亚利认为：夏家店上
层文化与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有
着密切的联系，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很多因素都来源于下辽河流域青
铜文化。

远在甘肃的齐家文
化是更早的文化源头

然而，考证至此远未结束。因
为考古界都知道，下辽河流域的一
些文化因素也是外来的。

周亚利把目光瞄向中国西部
的齐家文化。齐家文化是位于甘
肃、青海一带的青铜文化，出土文
物碳-14 测定为距今 4600 年至
3700 年，早于下辽河流域青铜文
化。学界公认，我国最早使用青铜
器的区域在甘肃。甘肃马家窑文
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
已知的我国最古老的青铜器，经
碳-14测定距今约5000年，而齐家
文化则承袭了马家窑文化。

周亚利发现，齐家文化的几种

墓葬形制，在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
中都能见到。而下辽河流域文化
中的顺山屯、平安堡类型墓葬中死
者双手置于胸前或头前的习俗，在
齐家文化中都能见到。此外，无论
在制陶风格上，还是在器物本身，
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出土的文物
都能在齐家文化中找到雏形。

周亚利在器物对比中意识到，
齐家文化与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连续性。

齐家文化有施红陶衣的制陶
风格，这种风格在下辽河流域青铜
文化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存在；
齐家文化的无翼三棱石镞、骨镞在
下辽河流域遗存及夏家店上层文
化当中都能见到；齐家文化的三角
形扁体石镞在下辽河流域的平安
堡遗址中也能见到，而夏家店上层
文化也有这种特征的骨镞；夏家店
上层文化的蚌璧与齐家文化的骨
璧、蚌璧非常接近，虽然目前尚未
在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找到这
种骨璧，但前述下辽河流域青铜文
化与齐家文化的诸多共同文化因
素表明，这种骨璧最早也应来自齐
家文化。

由此，周亚利认为，下辽河流
域青铜文化与齐家文化有着密切
的关系，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很
多因素，如埋葬习俗、陶器、铜器、
石器、骨器等都来自齐家文化。

本世纪初，周亚利将上述研究
比对成果向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
长徐秉琨进行展示。徐秉琨以学
者的谨慎向她建议：再进行一下反
向研究、排他性对比。“为此，这项
研究比对又持续了四五年的时
间。”周亚利说。

最终，周亚利认定，除了齐家
文化，未发现有更早的文化类型在
丧葬、器物等如此众多方面对下辽
河流域青铜文化发生影响，可以
说，齐家文化直接影响了下辽河流
域青铜文化，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
的间接来源。

夏家店下层文化居
民迁往中原，形成商文化

结合器物比对和历史考证，周
亚利对夏家店文化、下辽河流域青
铜文化的演化得出了这样的推断：
在齐家文化晚期，齐家文化的一部
分居民曾长途跋涉迁徙到下辽河
流域，并吸收了一些当地及周围的
文化因素，形成了下辽河流域青铜
文化；在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后
期，又有一部分居民迁徙到西拉木
伦河、大凌河流域，并吸收了周围
一些文化因素，形成了夏家店上层
文化。

那么，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
到来，是否意味着夏家店下层文化
居民的迁离呢？周亚利认为很可
能如此，这是文明更迭时常常会发
生的现象。

周亚利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居
民能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
又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在实力上
占据上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
在生产工具和武器上均落后，很难
抵御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攻势，
外迁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后
来的命运，周亚利认为，他们迁到
了中原地区，并与当地居民融合，
形成了商文化。“这是因为，在时间
上，夏家店下层文化要早于商文
化，在器物比对上，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陶器形制与纹饰与中原系统
商周青铜器的风格有承袭关系，商
周青铜器承袭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的陶器风格。”周亚利说。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的
关系，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
点。我省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也
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代密切
相关。

周亚利表示，近年来诸多考古
发现表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
文化的亲缘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
与中原其他文化结合形成商文化
的证据越来越充分。

（本文图片由周亚利提供）

辽宁省博物馆正在
展出的中国古代书法展
中，西周《大盂鼎拓本》作
为整个展览的开端具有

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围绕着这件拓片，记者采访时，听
到一段曲折的故事。

核心
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
宝厚介绍说，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
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字迹圆
润雄壮，结构端谨，气韵生动，历来被
视为青铜器铭文中不可多得的书法上
品，被书法爱好者奉为习书之鼻祖。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
字，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
文发展起来的文字。金文的字数，据
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 3722 个，其
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董宝厚介绍说，“西周早期的文字
形态，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
点画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笔
特点。其特殊的肥笔和块面，强化了
奇诡的别趣。其用笔方圆兼备，具有
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风
格，在书法史上堪称一绝。可以想象，
当初书写人感官的自由驰骋代替了理
性的严谨。你看，一些本应写得平直
对称的笔画，都在感性的驱使下写得
方向多变且富于内在的张力。这些看
似不经意的处理，正是书写人突破笔
画限制、追求艺术化效果的表现。造
型奇姿百出，妙趣横生，令人目不暇
接。如一群活泼可爱的顽童，欢腾雀
跃，呼之欲出。其章法因线条的豪放
粗犷与凝重含蓄、结字的飘逸潇洒与
稚朴可掬，显得朴茂而空灵。”

董宝厚进一步指出，金文上承甲
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下来的书迹
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
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
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
法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说

“尚意”书风在宋代已臻成熟的话，那
么可以说它的源头在周朝，尤其在大
盂鼎铭文中就已显端倪。大盂鼎铭文
对后世的书法，特别是清代的碑派书
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用审美
的眼光发掘金文的内蕴，从中摸索和
发展出一些新的笔墨技巧来表现金文
书法的古拙奇肆、斑驳苍茫，并以此融
入楷隶行草等其他书体之中。吴大
澂、吴昌硕、黄宾虹当是其中最为杰出
的代表，他们以画入书，打破了专业书
法家刻意为书的规则，且写得信手洒
脱，参差错落，变化丰富，极具抒情写
意而个性强烈。

中国书法之鼻祖

史记 SHIJI

走进辽宁省博物馆三楼中国古
代书法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大盂鼎拓本》。拓本是西周大盂
鼎中的长篇铭文。辽宁省博物馆学
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

“西周之后，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
的风气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
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记
录在青铜器上。”

董宝厚介绍，大盂鼎是迄今为
止所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而
大盂鼎铭文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当时
的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是史学家研究周代分封制以及周王
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
学家重视。为此，大盂鼎上的铭文
与大盂鼎一起享誉中华史册，与现
存台湾的毛公鼎，藏于上海博物馆
的大克鼎并称“海内三宝”。

记者了解到，大盂鼎是西周康王
时期的青铜器，距今有 3000 多年的
历史，鼎高 101.99厘米，口径 77.8厘

米，重 153.5千克。此鼎造型雄伟凝
重，纹饰简朴大方。

“极为珍贵的是，大盂鼎上铸有
长篇铭文 19 行，291 个字，极其罕
见。铭文内容是，周康王追述祖先，
称文王、武王灭殷商是天命，理政和
祭祀要恭敬认真，不要酗酒误事，殷
商之所以会亡国，在于执政者沉湎于
酒色。自己会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
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
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并叮嘱
盂不要酗酒，要恭敬理政，不要废弃
王命。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
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庶人及奴隶
共1709名。”董宝厚讲道。

董宝厚进一步解释说，盂是周
康王时期的贵族。从铭文中可以看
出，周康王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君主，
他希望在大臣的忠心辅佐下，能够
成就一番大事业，彪炳千秋。周康
王励精图治，对自己的臣子也抱有
殷切的期望，既对盂谆谆告诫，又赐

予他大量的赏赐。作为臣子，盂心
怀感激，为了纪念周康王的恩德与
赏赐，便制作了此宝鼎。

“西周金文中不时会有‘文王’
出现，像大盂鼎这样在铭文中连续
四次出现‘文王’，极为罕见。文中

‘文王受天有大令’，即文王受到天
佑，也就是‘天命说’。此种说法在
文字历史上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金
文中的常用语，后世关于‘天命说’
一词皆源于大盂鼎上的铭文。”董宝
厚接着说，“大盂鼎上的铭文还把封
建制度概括为‘授民授疆土’制度，
这也是关于封建制度最早的记载，
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第一手资
料。此外，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
得酗酒，铭文上记载了康王对臣属
的忠告，要求盂牢记商代因酒而亡
国的教训，这可以看做是周朝禁酒
的证据，这正好对应了《尚书·酒诰》
中周公对禁酒的记叙，应该是我国
文字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

最早的“天命说”及“禁酒令”

董宝厚说：“我们应该感谢后世
的收藏家，为我们留下了集科学、历
史、艺术于一身的传世重器，使我们
知道了3000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
们还应该感谢一位女人，她视大盂鼎
如生命，虽历经劫难，却能完好地保
护它，最后又把它无私捐给国家。”

故 事 要 从 清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1849年）讲起，陕西岐山县连降3天
大雨。天晴后，一位农民下地干活
时，犁头撞上了一件硬物，挖出来一
看，是一个生满绿铜锈的大铜鼎。

大盂鼎出土后，先是被当地士绅
宋金鉴收藏，后宋家家道衰落，又将
大盂鼎卖给了袁保恒。袁保恒买到
大盂鼎时，正在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
处做幕僚。袁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
收藏这些宝贝，于是将大盂鼎献给了
左宗棠。左宗棠早年蒙冤获罪，得到
侍读学士潘祖荫的援手才脱罪，而潘
祖荫则是当时举世无双的收藏大家，
于是左宗棠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
荫以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潘祖荫是工部尚书，显赫一时，
他同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金石收藏
大家，痴迷青铜器，收藏珍品无数，
对大盂鼎更是视若至宝，珍藏在家
中，从不愿示人。后来，潘祖荫又以

重金购得了与大盂鼎齐名的大克
鼎，海内三宝，潘家得其二，一时间
轰动整个京城。后来，潘祖荫在北
京去世后，留下大批收藏文物，其中
就包括这两尊宝鼎。

他死后不久，弟弟潘祖年秘密赴
京，将大盂鼎和大克鼎运回了苏州老
家，存放在潘家老宅中。由于潘家已
经失势，很多人便想趁火打劫，夺走
两个大鼎。其中势力最大的莫过于
清朝末年的两江总督端方。

端方告诉潘家，只是想借来看
看，请潘家不要那么小气。潘祖年
知道一旦借出，就再也收不回来
了。端方作为两江总督，想尽办法
给潘家施加压力。就在潘家疲于应
付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这时候
辛亥革命爆发，两江总督端方成了
矛头所向，最终被革命军杀死，解了
潘家之围。

后来，潘祖年去世，掌管门户、
守住大量文物财宝的重任就落到了
亡孙潘承镜的妻子潘达于身上。年
轻的潘达于尽心守护，以柔弱之躯
保护这些文物不落入权臣奸商之
手。1937 年初，苏州要办一个吴中
文献展览会，动员潘达于参展，还特
地准备辟出一个潘家展品专馆。潘

达于觉得，时局动荡，家里的这些文
物拿出去怕是有去无回。于是，请
来观前街上柳村照相馆的摄影师，
在家里把那些青铜器逐一拍成照
片，带着这些照片参加了展览。当
时一共拍了 380 张照片，花了 1000
块大洋。

抗战爆发后，潘达于带着家人
到外地避难。1937 年阴历八月，潘
达于和家人一起，悄悄回到苏州家
中，叫来家里的两个匠人先做了一
个结实的大木箱。到了晚上，几个
人点起蜡烛，在大厅后的房子里撬
开地砖挖出一个深坑，先放入木箱，
再把盂、克两鼎慢慢放进箱子，并在
鼎里塞了一些破衣服被子，空隙间
还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
件。随后，盖上箱盖，填平泥土，按
原样铺好方砖，还在埋鼎的位置上
放上了案几、八仙桌等家具，看不出
丝毫痕迹。布置好这一切，潘达于
又到外地避难。

潘家有宝盛名在外，日军进入
苏州后，闯入潘家大院搜查了好几
次，虽然财物损失不计其数，但始终
没发现宝鼎的踪影。就这样，老祖
宗留下的珍贵宝物，在地下安然躲
过劫难。

几易其手，潘家女人护宝，险象环生

“大盂鼎全形拓”局部。

大盂鼎铭文拓片（局部）。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

齐家文化与下辽河流域青铜文化陶罐比较图。


